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的多样化问题

前些年， 国内学术界曾经提出并讨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

实质在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 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它是现实性的， 是一元

的； 另一方面， 作为学术探究的对象， 它又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 可以展开不同观点的对话、 争论和研

判。 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可以被适当地、 相对地区分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

这里着重谈谈学术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学术形态不仅是

正常的， 而且是值得追求的， 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开放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和促进作用。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应该形成多样化的格局呢？

首先， 马克思创立的哲学本身， 就内在地蕴含着做出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从而为多样化的阐释提供

了原初根据。 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 其内涵都是丰富的而不是贫乏的， 它必然地包含着做出不同解释的

可能性， 这就给出了多样性诠释的文本基础。 以中国思想为例， 韩非子就说过： “孔、 墨之后， 儒分为

八， 墨离为三”。 譬如， “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张之儒， 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

氏之儒， 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之儒， 有乐正氏之儒。” （《韩非子·显学》） 西方思想自然也不例外。 德

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离世后， 就出现了所谓 “新康德主义”， 其中也有分化， 如 “马堡学派” 和 “海

德堡学派” 的分野。 黑格尔学派随着它的创始人黑格尔的去世而解体， 衍生为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和激

进的青年黑格尔派。 其实， 马克思作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也不可能摆脱这一命运。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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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学术形态不仅是正常的， 而且是值得追求的， 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身的开放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和促进作用。 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术形态的多元性， 无疑能够为不同观点的平等对话、 建设性的争鸣、 彼此的宽容提供共识基础。 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文献学问题上， 应该重视文本， 但又不可迷信文本； 应该重视文献学方法， 但也不可迷信文

献学方法。 矫枉过正同样是不恰当的。 试图通过文献学方法， 借助于新发现的文献学事实来揭示出 “另一个

马克思” 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只是基于对现有的马克思文献的过度不信任而做出的一种虚幻的假设。 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后继者那里， 马克思及其哲学本身不可避免地成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 但当我们沉湎于这种反

思和研究之后， 面对现实问题， 还能否拥有或具备像马克思那样的反思和批判现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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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经典文本中潜含着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 这本身正是一种思想或学说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表现。

其次， 解释学背景的不同， 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不同的学术形态提供了依据。 时代的裹挟不能

不影响到哲学的建构和诠释。 麦克莱伦指出： “鉴于 19 世纪末的文化风气， 这种哲学不得不用科学的、
甚至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表述。 虽然晚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带有这种态度的一些痕迹， 但使之成为一种

体系形态的是恩格斯”。 [1] 就像黑格尔所说的， 哲学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 这当然包括时代氛围对哲学家

思想的决定性影响。 黑格尔说： “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 哲学也是这样， 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

它的时代。 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 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 跳出罗陀斯岛， 是同

样愚蠢的。” [2] 黑格尔这段话的本来意思是说离开时代精神的哲学不过是个人的偏见， 它只能意味着偶然

性， 而不可能具有并表征必然性。 但即便是就时代对人的预先决定而言， 黑格尔此话也是正确的， 因为

人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 的确带有宿命的一面。 我们在对某种哲学加以选择并诠释之前而先行有效的

期待视野， 说到底正是由我们自己的此在性塑造的。 恩格斯把 “哲学” 理解为 “科学” 的幼稚状态， 所

以致力于追求哲学的科学化。 这的确折射出实证主义时代的理论偏好。 孔德就把人类文明的演进划分为

宗教、 形而上学、 科学等三个阶段， 而科学不过是哲学的替代者， 而且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替代者。

马克思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3] 时代的

需要塑造并决定着解释学的期待视野。 例如，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别， 在一定意义上就取决于它们各

自的时代诉求的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是晚期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新的历史形式， 即心

灵层面的异己化或人在心灵层面上的无家可归的命运。 所以，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进行

文化批判。 按照麦克莱伦的说法， “法兰克福学派最显赫的成就在美学领域”。 [4] 法兰克福学派把社会得

以拯救的希望寄托在诗意化的出路上， 因此，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浪漫化一途。 而且， 它在重新诠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时， 充分发挥了马克思哲学中的 “人” 的线索。 这一解释学传统同东方马克思主义形成

鲜明的对比， 因为后者发挥了马克思哲学中 “物” 的线索， 从而形成了物质本体论的解释学传统。 西方

马克思主义带有明显的 “反经济学倾向”。 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比， 如果说马克思的心路历程经由哲

学走向经济学的探究，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即由经济学返回到哲学。 对此， 安德

森指出： “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 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 马克思这位历史

唯物主义的创始人， 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 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 而 1920 年以后
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 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

极为关切的问题， 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 [5] 阿兰·弗里曼也认

为： “作为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机械的———的不满， 西方马克思主义 （Marx-
ism） 转向葛兰西、 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关注的哲学、 政治学、 社会学或美学领域的异化理论， 同时却忽
略了像格罗斯曼 （Grossman） 或罗斯多尔斯基 （Rosdolsky） 这些人提出的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 [6]

而他特别批评了所谓的 “文化马克思主义”， 指出： “‘文化马克思主义’ （cultural marxism） 将此倾向
（即指轻视经济学的倾向———引者注） 推向极端， 将美学批评从其所谓的机械唯物主义陷阱中解放出来”。
[7] 这种转向除了理论本身的原因 （如对于第二共产国际理论家们过分夸大经济决定论的反弹） 外， 还有一

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乃在于时代本身的新特点， 即人的异己化命运在晚期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形态———由

肉体层面的异化过渡到精神层面的异化， 由此决定了对治的方案， 不得不更多地从精神层面着眼。

再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一般认为形成于 20世纪 60—70 年代， 大体上与全球性问题的提出相伴
随和同步，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莱斯、 本·阿格尔、 安德烈·高兹、 大卫·佩珀、 詹姆斯·奥康纳、 约

翰·福斯特等。 这一思潮是为了回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问题， 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传统。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重要学者之一， 福斯特所面临的问题是：

“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对环境问题的分析都集中在人类与地球关系中存在的一种全球性危机这个现在被

普遍承认的问题， 并且这些分析可以被理解为对这种危机的一种反应。 然而， 在理论层面上，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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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没有能力解决生态危机所涉及的如此众多的问题”。 [8] 鉴于这种困难， 福斯特援引马克思的思想资

源， 作为有效地应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可能策略， 从而参与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构。

最后，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者， 人们各自的禀赋、 学养背景、 文化积淀、 研究方法和路数、 学

术兴趣和偏好等因素各有不同， 在解释活动中也会作为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 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着人

们的理解， 进而形成各不相同的解释学传统。 解释学内在地蕴含着宽容精神， 它为解释活动中不同的可

能性提供合法性。 但是， 宽容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 而仅仅在于为不同的诠释得以存在的权利做出辩护

罢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问题上， 没有谁能够占有和垄断真理， 定于一尊。 真理只有在开放

的、 对等的、 充分尊重对方的前提下， 通过深入讨论和建设性的对话才能达成。 因此， 关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叙述， 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版本。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 不同的诠释方法、 不同的诠释

路数、 各种可能的学术形态之间的关系， 是对等的、 平权的， 它们共同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趋向逼真

性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理学术生态群落的确立， 有赖于不同学派的形成。 而学派的根本标

志在于作为学术共同体内核的 “范式” 的建构。 应该为不同研究范式的形成， 创造适宜的社会和文化氛

围。 学者的责任是原创性的工作， 这种工作要求在研究中逐步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和独特模式。

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得益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马克思对此毫不隐瞒， 并始终以 “黑格尔的学生” ① 自

任。 而 “辩证法” （dialectics） 的原初含义就是 “对话” （dialogue）。 正是苏格拉底式的 “对话”， 才使得

苏格拉底能够扮演 “真理助产士” 的角色。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 “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

的实现”。 [9] 这个意义上的对话， 是建设性的， 是真理诞生的条件而非障碍。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开放性问题， 恩格斯晚年在给格尔松·特里尔的信 （1889 年 12 月 18 日） 中写道： “批评是工人运动的

生命要素， 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 禁止争论呢？ 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 仅仅是

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10] 他在给奥·倍倍尔的一封信 （1891 年 5 月 1—2 日） 中曾
提到 “社会主义科学”， 并指出： “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11] 改革开放以来， 学术氛围

日益宽松， 但在讨论中也还偶或存在着戴帽子、 打棍子、 上纲上线的不和谐情形。 这种情形无疑是极不

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性呈现和创新的， 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学术形态的真正诞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同外部思潮进行对话， 更迫切的是也需要内部对话， 这是它保持自身开放

性并达至真理的重要前提； 而维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形态的多样化及其张力， 乃是展开这种内部

对话的必要前提。 学术讨论应该就事论事， 而不应该追问动机， 因为在学术争论中， 动机如何并不妨碍

问题的真实性。 那种诛心之论是非常可怕的， 是有损于学术事业正常发展的。 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

形态的多元性， 无疑能够为不同观点平等对话、 建设性争鸣、 彼此宽容提供共识基础。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献学问题

从国际背景看， 文献学方法受到广泛而高度的重视， 无疑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MEGA2的整理

出版。 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原文版本的陆续整理发表， 特别是文献学方法的日益自觉， 人们有可能

更确切地还原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文本真相。 这为我们恰当而准确地解读其思想， 提供了原初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 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问题上， 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也

存在某种失误和教训。 当年我们党的延安整风， 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性的重要环节。

它以清算王明所代表的教条主义为目标， 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成功结合， 奠定

了思想基础。 但是， 反对教条主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对经典的重视不够。 据当时延安马列学院学员

王惠德先生晚年回忆，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中， 那一年延安确实没有什么人再去读马列的经典

著作了。 ‘读经典著作就是搞教条主义’ 的看法， 虽然没有人公开提出， 实际上是流行起来了”。 [12] 这种

①在 《资本论》 第 1 卷中， 马克思写道： “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 （即黑格尔———引者注） 的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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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意思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特别地强调 “实事求是”， 竟然在美国左翼人士和思想界中引起轩然大波。 他
们认为， “实事求是” （被译成 “Learn truth from facts”， 译回汉语即 “向事实学习真理”） 意味着放弃理论的规范作用和
价值， 因而难以接受。 （[美] 《每月评论》 编辑部：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5 年第 6 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第 144-145 页） 这一情形也说明， 单纯地强调 “实事求是” 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诱发忽视
理论的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党校在对待马列经典著作方面曾经有所调整， 如吴江先生回忆的那样， “与延安
时期一度提倡过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不同， 马列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在建国初期曾一度更名为 ‘马克思列宁学
院’ ———引者注） 强调一字一板地学习马列原著， 教员只要求做原著的辅导， 有人白首只能辅导一本原著”。 然而， “这
种刻板学习原著的方针， 不是把原著当作研究的对象从中找出正确的精神和方法， 而是将原著作为膜拜的对象， 提倡一
种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 这种方针只适于培养一批原教旨主义者， 完全不可能造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显然是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倒退”。 （吴江： 《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 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1998 年， 第
155 页） 重视理论、 重视原典是对的， 尤其是对于矫正那种强调实际却忽视理论、 忽视原典的倾向而言更是如此。 但矫
枉过正无疑是不恰当的，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②恩格斯指出： “宗教一词是从 religare 一词来的， 本来是联系的意思。 因此， 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
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 这个词的意义， 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 而竟然按
照来源来决定。 因此， 仅仅为了使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 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
‘宗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234 页） 一个词 “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
展” 本身， 就是该词的意义的生成。 这种生成决不能被武断地消解在词源学的还原之中。

影响其实相当深远。 正如王惠德所言， “长期以来， 我们并没有形成对于经典著作认真钻研， 字斟句酌，

务求弄清楚经典作家重要论述的准确涵义的风气”。 [13]①

轻视经典的倾向， 在一定意义上乃是造成对马克思文本误读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失误， 不能不追溯到理论上的偏差。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存在着对马克思的

种种误读。 所以， 改革开放以来， 学术界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 “再认识” 的问题， 后来更具有学术含义

的口号是 “回到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 等。 这些口号的提出本身， 就已经暗示了 “误读” 的存在。

之所以重视文献学研究， 其背景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其中， 最根本的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再认识

的需要， 是矫正以往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 “误读” 和忽视的需要。 首先， “回到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

之类的诉求有其足够的正当性。 其次， 是西方 “马克思学”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影响。 一大批

西方 “马克思学”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著的译介， 不仅使国内学术界了解了它们的观点， 而且了解了它

们的方法。 再次，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所谓 “由思想到学术” 的转向， 促成了对学术规

范、 价值中立的文献学研究方法等等的强调。 复次，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越来越多的整理和出版， 特别是

随着 MEGA1、 MEGA2的先后问世， 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文献学的热潮。 最后，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

的加深， 国人对外文的掌握日益成熟， 也为文献学研究提供了主体条件。

但是， 矫枉过正是不恰当的。 现在的情况是， 在学术界有一种过分夸大文献学方法重要性的倾向，

甚至带有浓厚的独断色彩。 如果重视文本变成了对文献的崇拜， 变成了对文献学方法的迷信， 以致于形

成一种 “原教旨主义” 的情结， 沦为一种经院哲学式的态度， 那就走得太远了。 解释学的过度还原和追

溯， 势必遇到一个难以摆脱的悖论： 还原本身恰恰取消了语义的历史生成； 如此一来， 解释学的那种强

调历史维度的初衷， 恰恰被这种还原本身取消掉了。 这也正是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 中， 之所以反对费尔巴哈就 “宗教” 一词进行词源学还原的重要原因。 恩格斯把这个意

义上的语义还原， 讽刺地称之为 “词源学上的把戏”。 ② 因此， 我们应该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经

院化， 防范那种原教旨主义情结。 其实， 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重视文本或文献学方法， 而仅仅在于

割断理论同实际之间的内在联系。 毫无疑问， 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 理论的掌握固然要在实践中

实现， 但也决不能离开对文本的认真解读。 强调实践， 对于诊疗 “理论的教条主义” 是非常有效的， 是

不可或缺的。 但是， 对于 “实践的机会主义”， 就无法通过对实践的推崇来获得免疫力了。 诊疗 “实践

的机会主义”，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理论的规范作用的强调和恢复。 忽视理论的范导作用， 就难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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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 难免出现那种以实践上的需要为借口， 而放弃和牺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

原则， 从而做出理论上的妥协和让步的做法。 总之， 恰当的态度应该是： 重视文本， 但又不可迷信文

本； 重视文献学方法， 但也不可迷信文献学方法。

这里尚有一个问题有待澄清， 即文献学方法能否使我们发现 “另一个马克思”？ 这实际上涉及这样

一系列问题： 一种语境的形成究竟取决于什么？ 当然是取决于人的存在本身。 但人的存在又表征为什么

呢？ 究竟是什么能够改变我们对于马克思的阐释和理解？ 是通过文献学方法得到的新发现吗？ 文献学方

法又是在何种意义上、 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改变马克思的形象？

吊诡和讽刺的是， “马克思作为一个极为严格的批判者， 从不满足于自己的结论， 反而却被变为最

顽固的教条主义的肇端”。 [14] 彻底的批判性为什么竟然转变为一种教条主义桎梏？ 究竟是因为后来的阐释

者在利益上的需要， 还是因为发生了文本上的误读？ 马塞罗·默斯托强调 《资本论》 第 2、 3 卷的未完成
性， 指出： “这些材料可以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巨著所作的数以千计的编辑处理， 并且证明，

《资本论》 第 2 卷和第 3 卷远不能支持一种结论性的经济理论， 大体上只是尚待完善的临时性笔记”。
[15] “无论如何， MEGA2发表的新的手稿使得重建马克思思想的各个重要阶段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只有少

数诠释者对此进行过研究”。 “这个版本为我们提供了读到 ‘另一个马克思’ 的学术基础”。 [16] 在默斯托

看来， 它为 “未知的马克思” 的显现提供了可能性。

马塞罗·默斯托还强调马克思著作的不完整性和片段性特征， 他说： “我们始终要想起， 马克思想

要完成自己的极其庞大而艰巨的著作。 不完整性和片段性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全部作品的特征， 是因为他

的批判性考察著作的题材通常过于庞大， 以至于以他的严谨精神和批判意识需要很多年才能解决。” [17] 问

题在于， 这里潜在着一种危险， 即过分地执著于这种不完整性和片断性， 而妨碍了我们在思想上重建马

克思学说的可能性。 马塞罗·默斯托说： “我们还必须铭记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想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近

几十年来所犯的类似错误的话， 即认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是一本书 （对某些人来说是一部甚

至比 《资本论》 第 1卷还要重要和有用的书！）； 或者把 《资本论》 第 2 卷和第 3 卷看作马克思对在那些
手稿中研究的这些主题必然得出的最终结论。” [18] 这种过于突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

《手稿》） 同 《资本论》 之间断裂性的做法， 恰恰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

诚然， 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固然有一个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但问题是， 这种转变是否发生在 《手稿》 与 《资本论》 之间？ 事实上，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靠逻辑推理就

能够回答的问题， 而是一个思想史的实证问题。 《手稿》 从方法和主题两个方面先行地规定了 《资本

论》 的内容。 首先， 早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1843 年） 中， 马克思就颠倒了黑格尔图式中
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试图从市民社会这个基地出发揭示国家的实质， 强调对市民社会加以解剖。

这构成马克思回到政治经济学上面来的学理上的原因。 如果不怀有偏见的话， 任何人都不能无视这样一

个思想史事实： 人的异化的历史生成和历史消解这一主题， 极其鲜明地贯穿在 《手稿》 的整个写作之中

了。 然而， 在 《手稿》 中， 马克思采用的是 “异化” 这一 “哲学家易懂的话” [19] 来运思的， 这个关键词

固有其思辨哲学的特点及其全部局限性， 因为它本身是抽象的， 同时又无法给出异化的真实根源。 我们

不能无视这样一个基本的文献学事实， 就是在 《资本论》 及其草稿中， 马克思仍然使用了 “异化” 这个

措词， 而且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以批判地解构的逻辑框架也是一种异化关系展开了的形式。

马塞罗·默斯托还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关于马克思主义应该是 “一种完整的世界观” 的思想， 他指出：

“在我看来， 这种基于过分简单化的、 认为经济发展决定社会的其他转变的一元论思想和马克思本人的

观点几乎无关。 这种观点更多地和当时实证主义与决定论占很大地位的文化思潮相关。” [20] 问题是， “一

种完整的世界观” 即使马克思本人由于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没有能够建构起来， 然而难道它连马克思试

图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吗？ 实际上， 默斯托也不得不承认， “我并不是说马克思对达到 ‘一种完整的世界

观’ 不感兴趣， 或者他不想成为一个系统的思想家， 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个词的话。 我试图证明的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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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纳和普列汉诺夫所作的以及和后来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僵化一元论的鼻祖们所作的概括极为不

同。” [21] 问题的实质或关键， 或许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 而仅仅在于这种完

整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 这就不能不涉及如何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做出恰当的诠释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 那种试图通过文献学方法， 亦即借助于新发现的文献学事实来揭示出

“另一个马克思” 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仅仅是基于对现有的马克思文献的过度不信任而做出的一种虚幻

的假设。 新的文献学事实的揭橥， 无疑能够在微观环节上修饰马克思的形象， 但在马克思的基本著作已

经公诸于世的情况下， 试图利用新披露的文献来颠覆以往关于马克思的叙事， 无疑是虚妄的。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悖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这一说法本身， 就已经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研究的对象而被建构

的。 这涉及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今天我们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恰当？ 因为一旦把马

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对象， 就潜含着一种危险：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可能走向学问化、 学科化， 以至于

变成一种知识论规训， 从而面临着被经院化的命运。 这显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南辕北辙。 我

们究竟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待哲学的态度和方式， 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研究对象， 从

而使之成为一种日益精致的象牙塔功夫呢？ 问题是， 倘若不经过学问化的处理， 我们又何以能够继承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运思方式？ 我们究竟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 “批判的武器” 还是视作 “武器的批判”？

这两方面是不能够兼容的吗？

一个理论一旦形成， 它本身就潜含着一种走向自我异化的可能性， 很容易变成一种自足性的规定，

从而排斥和拒绝与实践和现实生活的联系。 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继者有了一个重大差

别。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里， 马克思的思想既无必要而事实上也并未被对象化。 所以， 马克思本

人从未刻意地把自己的实际运思本身对象化， 进行一种元哲学 （meta-philosophy） 性质的探究。 但在我
们这里它却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于是， 便产生了一个 “双刃” 的问题： 一方面， 它成为一种反思的反

思， 从而对我们的能力提出了特别的要求； 另一方面， 它同时也潜在着一种危险， 即 “做” 哲学有可能

沦为 “说” 哲学， 哲学因此面临被外在化地处置的命运。 这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 哲学究竟是 “当下上

手状态” 的， 还是 “现成在手状态” 的？ 哲学在马克思那里是动词性的， 而非名词性的； 但到了我们手

中， 却变成名词性的了。 因为我们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研究者” 了。 当我们以 “研究” 的态度和

“研究者” 的身份去诠释马克思的时候， 名词性的方式就已经不自觉地遮蔽了动词性的方式， 主格的方

式也不可避免地沦为宾格的方式了。 而对于哲学来说， 名词性的方式恰恰是使我们的哲学离开睿智的根

本原因。 可见， 正是在这里， 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一种能力， 还

是一种知识？ 究竟是一种运思方式， 还是一种他者建构？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中指出： “马

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22] 这一论断的深意究竟何在呢？

按照恩格斯的转述， 马克思曾经以诙谐和调侃的口吻说过：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现有文献看， 恩格斯至少有四次转述过马克思自称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的说法。 ① 马克思的这个说

法， 是不应该被轻易忽视的， 因为它对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学说和选择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恰当态度， 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 马克思的这个说法究竟向人们暗示了什么呢？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恰当地理

解这句话的意涵？ 笔者认为， 马克思的话有三种可能的维度。

一是马克思不满意于人们对他的学说的误读， 即 “马克思主义者” 变成了一种标签， 以至于能够替

①其出处分别是： （1） 1890 年 9 月 7 日 《给 “萨克森工人报” 编辑部的答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 北
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第 81 页； （2） 1882 年 11 月 2—3 日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年， 第 385 页； （3） 1890 年 8 月 5 日 《致康拉德·施米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年， 第 432 页； （4） 1890 年 8 月 27 日 《致保尔·拉法格》， 同上书， 第 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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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马克思学说的观点 “买单”。 这显然带有反讽的意味。 恩格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去领会马克思这句

话的。 例如， 恩格斯在 《给 〈萨克森工人报〉 编辑部的答复》 一文中对该报 “在理论方面” 把 “马克思

主义” “歪曲得面目全非” 表示批评， 指出这种歪曲的特点在于： “第一， 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

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 第二， 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 第三， 明显地表

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 [23] 紧接着， 恩格斯引述了马克思的那句话： “马克思在谈到 70年
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 ‘马克思主义’ 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 当时他说： ‘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 ———‘我只知道我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 [24] 在恩格斯

后来几次重述马克思的这个说法时， 也都是在批评人们对马克思的误读的意义上借用马克思话的。

二是马克思拒绝人们把他的思想重新理解成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解构掉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

义” 的后缀-ism/-ismus 就含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法国 “马克思学” 学者吕贝尔倾向于在此意义上理解马

克思的这句话。 他指出： “马克思在晚年， 当他的著作已开始为他赢得相当声誉的时候， 曾想方设法要

摆脱这个概念 （指 ‘马克思主义’ ———引者注）， 他曾不止一次地断言宣称：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

思主义者。’ 恩格斯把这个惊人的警告通知了他们宗派的门徒， 并且传到了后代， 这是他的功劳， 然而

这不能使他免除他以自己的威望批准了 ‘马克思主义者’ 和 ‘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名词所应负的责任”。
[25] 这是因为， “当恩格斯决定采用他和马克思的敌手们作为论战中的轻蔑称呼杜撰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

者’ 和 ‘马克思主义’， 通过把这些名词变成光荣称号来使 ‘科学社会主义’ 的拥护者们蔑视他们的敌

人时， 他大概没有想到， 这种挑战的做法 （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做法？） 使他成了一种注定要统治二十世

纪历史的神话的教父”。 [26] 这显然是把马克思的思想至少在客观上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这一结果同马克

思的理论初衷是南辕北辙的。 马克思终其一生的理论旨归， 恰恰就在于揭露并解构一切可能的意识形态

和它带来的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的遮蔽。 马克思决没有也不可能再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三是马克思不愿意把他的思想变成一种供人们研究的对象， 而不是思考方式和行动指南。 -ism/-is-
mus除了可翻译成 “……主义”， 即强调其意识形态意义之外， 还可理解为一种学问化甚至经院化的知

识建构， 在此意义上可译作 “……论”。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倘若沦为知识论规训， 不过是哲学的另一种

意义上的科学化， 其结果只能是 “哲学不思想”。 青年马克思就已指出： “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

义的旗帜”。 [27] 避免教条主义化的最好办法， 就是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诠释对象， 而是变成运思方式。

恩格斯也说过：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

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28] “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中的 “研究”， 不是针对马克思思想

本身的， 而是在 “接着讲” 的意义上成立的。 我们今天更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领会马克思的这个说法。

如果这种理解是可能的， 那么马克思的自嘲就意味着他试图拒绝人们把他的学说变成一种 “学问”。

当年毛泽东遇到的困惑， 同样耐人寻味。 毛泽东在 《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 5月） 中说： “马克思

主义的 ‘本本’ 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 ‘本本’， 但是一定要纠正

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29] 后来， 他在 《整顿党的作风》 （1942 年 2 月 1 日） 中还指出： “马克思列

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 怎样互相联系呢？ 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 ‘有的放矢’。 ‘矢’ 就是

箭， ‘的’ 就是靶， 放箭要对准靶。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有些同志

却在那里 ‘无的放矢’， 乱放一通， 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 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

去， 连声赞曰： ‘好箭！ 好箭！’ 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 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

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 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这个问题不讲明白， 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

① “-ism/-ismus” 具有 “理论” （theory） 的含义， 而 “theory” 一词即含有 “为解释观察到的事实提供一种看起来
合理的或科学的可接受的普遍原理” 之义。 （参见 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Eleventh Edition， 2004， p.741） 实
际上也就是指一种系统化、 形式化了的知识， 是一种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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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高， 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30] 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 “上手的东西根本不是从理论上来把握

的”。 [31] 然而， 令人纠结的是， 一方面锻造 “好箭” 离不开理论上的功夫， 甚至离不开为理论而理论的目

的性追求， 宁愿冒沦为 “本本主义” 的风险； 另一方面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拿在手里把玩的

“好箭”， 而使其丧失 “好箭” 的本质， 变成与实践① 无涉的死的知识。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继者， 我们遇到的一个无可逃避的任务， 就是为了锻造 “批判的武器”，

必须先行地进行 “武器的批判”。 因此， 到了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继者那里， 马克思及其哲学本身

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 然而， 当我们沉湎于这种反思和研究之后， 面对现实问题， 还能

否拥有或具备像马克思那样的反思和批判现实的能力？ 或者说，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对象之后，

如何才能依然保有它的本真性？ 总之，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究竟是作为一个实践者 （包括实际地思考意

义上的）， 还是作为一个书斋里的学者， 同马克思相遇， 才恰当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院化命运， 究

竟是它的幸抑或不幸？ 现代性的知识规训促成了这一命运。 实际上，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逃避的

尖锐问题： 今天的我们究竟以怎样的方式继承并发展马克思的遗产才正当？ 不然， 就真地应了马克思当

年曾经援引过的海涅的那句话： “我播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是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后继者

所遇到的纠结。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在于： 如何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 防范和拒绝被研究内容沦

为一种知识论建构的对象， 从而保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运思方式被我们习得并把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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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说的 “实践” 是双重意义上的， 它既指作为感性活动的现实生活， 也指作为理论活动的实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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